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间药方的收集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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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民间药方收集是各级卫生部门贯彻落实党的中

医政策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和政府凭借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动员能力使药

方收集工作得以在全国迅速展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药方收集的普遍开展，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继承和发

扬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提升民众的爱国热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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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事业亟待

发展。 鉴于当时缺医少药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

高度重视传统中医药学，并充分发挥其治病救人的

作用。 作为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散落在民间的秘

方、验方、单方等中草药药方对于基层民众防病治

病、保障其生命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５４ 年

中共中央即强调指出，数千年来中医中药在中国人

民与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华民族的

存续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当努力发掘，加
以提高” ［１］ 。 其后数年间，各地各级党委领导广大

民众积极开展了收集民间药方的工作，并逐步演变

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药方收集运动。 收集民间

药方不仅直接关乎祖国医学遗产的弘扬与广大民众

的生命安全，还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

一步开展，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献方

方面。 学者们多从中医献方的视角，对中医献方的

历史脉络和献方特点进行梳理和探讨，抑或从某中

医学院的教职工献方或者献方的当代进路的角度进

行阐释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关于这一

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付阙如，对当年党和国家如何开

展药方收集，又产生了何种成效与历史影响，均缺乏

具体分析。 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出发，结合相关医疗卫生史

志及老旧报刊资料等对这一时期民间药方收集的具

体开展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借此考察药方收集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与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以期

能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民间药方收集的历史背景
与组织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的药方收

集工作与当时国家的卫生工作原则密切相关。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

病和地方病如鼠疫、结核病、血吸虫病、地方性甲状

腺肿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人民群众

的健康状况急需得到改善。 而当时全国的医药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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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力量较为薄弱，药品供应常常捉襟见肘，绝大部

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 正是基于这种医疗卫生

局面，党中央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大卫

生工作原则，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

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这四大原则分别

解决了卫生工作者所应采取的立场，卫生工作所应

有的重点，卫生部门所应团结的力量以及全面地推

行卫生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等问题［２］ ，从而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卫生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的药方

收集即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原则的指导下

渐次展开的。
然而，党中央领导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

工作原则当时并未引起卫生部门的足够重视。 直到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毛泽东提出必须积极地加强中医工作

的口头指示之后，卫生部门才开始重视这一工作。
同年 ７ 月 ３ 日，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

示报告》指出：“系统地整理我国旧医学的经验，提
高到科学理论的地位，以求对新医学有所增益；以及

团结旧医工作人员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一项艰巨

的政治任务。” ［３］２９该报告的附件“加强中药工作方

案”部分明确提出，卫生部应负责“收集验方、秘方

加以研究整理，检验药物的优劣赝伪，鉴定效能，加
强品质管理” ［３］３４，并“准备人力物力，通过有关部

门，即逐步进行” ［３］３５。 这是第一份明确提出由卫

生部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药方的文件。 紧接

着《人民日报》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又发表社论指出：“要
切实改进中医工作，首先必须坚决纠正卫生行政领

导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轻视祖国医学遗产、忽视中

医中药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作用的严重错误，积极号

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 ［４］ 再次强调了党

中央对中医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改进中医工作问题

的关键所在。 １１ 月 ２３ 日，党中央在其批转的中央

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又强

调，卫生部门必须要十分珍视祖国的中医中药这一

民族文化遗产，“坚决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
“搜集和整理民间的秘方、单方”，“吸收其中一切合

理的有效用的部分并加以继续改进和提高，借以丰

富现代的医学科学” ［３］４３。 在党和政府有计划、有
组织的领导下，卫生部开始高度重视并开展全国性

药方收集工作，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看待。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药方收集工

作是由专门的卫生机构来负责组织安排的，尤其当

时的各级卫生部门、中医药研究机构以及部分中医

药院校等是这一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强大组织力

量，而卫生部及其领导的中医研究院则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障。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工作，１９５４ 年 ６ 月毛主席

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

研究。” ［５］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

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中医研究院的主

要任务是“由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

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负责搜集和

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秘方单方）” ［３］４８。 建

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工作，是发掘

祖国医学宝藏、整理和推广中医经验的一项必要的

措施。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卫

生部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报刊也刊登文章，倡

导各地成立地方性的中医研究机构，“整理祖国医

学遗产的任务，仅仅靠中医研究院的力量是不够的，
还必须发动全国各地中医中药研究部门共同进行研

究” ［６］ 。 同时“各个地区应当创造条件，设立地方

性的中医中药研究机构” ［３］７１，以进一步壮大收集

和整理民间药方的组织力量。 从 １９５５ 年底至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期，地方各省纷纷成立省级中医药研究

院所，特别是广大的中东部地区集中建立了一批后

来颇有影响的中医药科研机构，如广东省中医研究

所、河北省中医研究院、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河南省

中医中药研究所等［７］３９０－３９３。 据有关资料统计，至
１９６３ 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建立了省级中医药研究院

所，数量达 ３３ 个之多［８］ 。 此外，部分地市、中医药

院校及中医医疗机构亦成立了相应的中医药研究

所、研究室等［７］３９０。 而伴随着上述综合性研究机构

的建立，作为其重要补充与完善的专科研究院、所也

相继成立，主要有西南中药研究所、上海市伤骨科研

究所、河南省平乐正骨研究所等［７］３９３－３９４。 地方性

中医药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为药方收集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保障。

二、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间药方收集以

１９５８ 年为分水岭，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前

期药方收集处于初步开展阶段；后期则随着国家宣

传动员会议的接连召开，加之河北省在这方面所起

的标杆作用，最初收集对象有限的药方收集工作逐

渐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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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最初开展

根据 １９５４ 年党中央发出的加强中医工作的指

示精神，各省、市纷纷召开中医代表会议，开始认真

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并且陆续进行民间药

方的收集工作。 当年 １０ 月，华东地区和上海市中医

代表会议召开，有不少著名的中医师“介绍了临床

治疗经验和试行有效的验方” ［９］ 。 同月，甘肃省为

加强中医工作召开全省中医代表会议，会议“共搜

集验方 ８００ 余个，将其中 ３９５ 个汇集成册” ［１０］１６７。
１９５４ 年福建省第一届全省中医代表会议及各县、市
中医代表会陆续召开以后，因“受中医政策的感召

和鼓舞，许多代表主动地献出秘藏的单、验方”，其
中“有不少方药效果显著，但未被公开、研究或推

广” ［１１］ 。 总之，由于各省、市对党的中医政策的贯

彻落实，各地先后展开的民间药方收集工作进展颇

为顺利。
而为了进一步推动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开展，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

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明确提出“整理和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强调

要搜集和整理民间验方、单方，以使它们提高到现代

的科学水平。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首次召

开的关于开展药方收集工作的全国性宣传动员会

议，进而使得药方收集工作最终被纳入国家议事日

程，从此开启了这一时期全国范围药方收集工作的

序幕。 有资料显示，此后至 １９５８ 年年中，全国共有

“１９ 个省及自治区开展了中医药验方的搜集整理工

作，并编写了各省、自治区验方集” ［１２］前言１。 例如，
河北省从 １９５４ 年贯彻中医政策开始到 １９５７ 年前

后，“共收集各种药方两万多个，并从中择优整理出

版两本验方汇编” ［１３］ 。 河南省从 １９５４ 年就开始了

秘方、验方的整理研究工作，１９５５ 年 ２ 月该省首届

中医 代 表 会 即 收 集 整 理 秘、 单、 验 方 ３５４９
个［１４］９－１０。 １９５７ 年河南省进一步贯彻了党的中医

政策，收集整理出版了 《河南秘单验方汇编》 四

集［１４］１０－１１。 “云南省卫生厅早于 １９５５ 年就开始收

集民间验方、秘方，又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召开‘云南省

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时出席会议的各族中医药

代表”“纷纷贡献了宝贵的验方、秘方”，“经云南省

中医院研究室整理编辑成‘云南中医验方’第一辑

和第二辑”，其中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单方

共 １７９４ 个［１５］ 。
应该说，在当时各地党和政府的介入下，初期药

方收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时药方收集的

对象仅限于民间的中医业者，尚未发展成遍及各行

各业的群众性运动。 尽管如此，上述药方收集工作

的开展以及取得的成果仍为此后全国各地深入开展

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奠定了基础。
２．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宣传动员

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始于 １９５８ 年。
是年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

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提出了开展

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意见。 此后，在河北省的示

范带动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得以轰

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大力倡导

开展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 在当年社会主义建设如

火如荼的时代大背景下，卫生部也要求医药卫生界

紧跟时代步伐。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

在中央卫生部机关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

上指出，“医药卫生部门必须打破一切陈规，革新技

术”，努力促进卫生工作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９ 月 ８
日至 １９ 日，为了检查几个月来医药卫生界技术革命

的开展情况，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

革命经验交流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检阅和交流了卫

生部门技术革命的情况、经验和成就，其重点话题之

一即是中医学对防治疾病的巨大作用。 全国医药卫

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也同期举行。 展览会“收到了并

展出了 ７４０１ 件展品”，其中如贵州省卢老太太治疗

慢性肾炎的秘方等一批中医秘、验方在展览会上受

到极大关注。 ９ 月 １９ 日，徐运北在会议的总结报告

中指出，技术革命“必须搞群众运动”，同时“党的领

导”和“政治挂帅” “是技术革命能否实现的根本关

键”，因而他号召要“掀起一个群众性运动来搜集民

间的单方、秘方、验方”，并强调民间流传的秘方、单
方、验方是“祖国医学中的珍宝，我们一定把他收集

起来，加以整理，使之发扬光大” ［１６］ 。
此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批语

中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

发掘，加以提高。”１１ 月 １８ 日，中共中央将该批示转

发给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研究执行［３］１１４。
１１ 月 ２０ 日，该批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分

别发表于《人民日报》第 １ 版和第 ６ 版，而此时恰值

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召开。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

前期药方收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毛主席特地

批语明确支持此项工作的开展，进而推动在全国中

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发出“开展群众性的采集秘方、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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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运动”的倡议。 由上可见，在全国中医中药工

作会议发出该倡议之前，卫生部即已动员掀起一场

群众性的药方收集运动，并且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

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 可以说，党中央的重视是促

使药方收集工作走向群众性运动的政治推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

流会议后，１９５８ 年 ９ 月、１０ 月河北省卫生厅即发起

了全民采风运动，“口号是：人人献计，个个献宝，把
散在民间的东西挖深、挖透、挖光”。 据不完全统

计，到当年 １０ 月底“已采集单方、土方达 １６２０００ 多

件” ［１７］ 。 河北省的率先垂范得到卫生部的肯定，亦
成为此后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

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强力推动群众性药方收

集运动。 为了充分发挥河北省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

方面的示范带动效应，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卫生部

特地在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各省、市、
自治区的相关党员负责干部共 ３００ 余人参加了会

议［１８］ 。 会议工作报告中强调了今后中医中药工作

“应该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开展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验

方秘方的运动”，同时“要派人深入群众中求贤、访
贤，进行采风”，且“对采集的秘方、验方中西医师都

有责任进行整理研究，加以推广” ［３］１２７。 可以看

出，这一意见是对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

会议上关于收集民间药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而此

次会议的召开，为推动药方收集工作在各地的全面

开展再次吹响了号角。 虽然全民性的药方收集运动

并不是从此时才开始，但这次会议却掀起了全国范

围群众性药方收集的高潮。
“河北省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在当时的

省会保定市同期举办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
向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汇报本省贯彻党的中医政

策的情况。” ［１２］４该展览会共分红旗、采风、回春等 ５
个展馆，“展出展牌 １４９１ 块，实物 １３８８ 件，验方 １６
万余张” ［１９］ ，全面介绍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工作取得

的成就，尤其是采风馆所展示的药方收集和采风成

果方面的内容，为其他省份开展相关工作树立了榜

样。 会后，“河北省卫生厅编辑的《河北省中医中药

展览会医药集锦》，汇集了临床各科单方、验方和土

方” ［２０］ 。 同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

出，民间药方“很大部分还流传在民间，必须很好地

把它挖掘出来加以研究整理”，并“把试用有效的药

方先行推广” ［１］ 。 《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

流舆论宣传阵地，其对于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重视

和宣传，为全国民间药方收集运动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质言之，这两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开展群众性的

采集秘方验方运动的宣传动员，河北省的示范带头

作用以及党报的舆论宣传，为全国范围群众性药方

收集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３．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全面开展

为了深入贯彻会议精神，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开

展全民采风运动。 例如，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共

陕西省委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一场收集民间

药方的群众性采风运动，“各地应结合目前生产等

中心工作，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座谈会，号召献方、
亮宝，并责成医务人员进行分类整理”，同时要求各

县“把有效的单方、验方汇集成册，以便研究推

广” ［２１］ 。 河南省于 １９５９ 年也开展了全民采风运

动，仅一年间即搜集药方 １００ 多万个，“大部分县出

版了‘验方汇编’，省出版《锦方汇编》三册” ［１４］１１。
河北省卫生厅“组织全省采风访贤活动，搜集大量

土单验方，于 １９６０ 年前后陆续印刷出版《十万金

方》，针灸、麻疹、传染病等专集多册” ［２０］ 。
上海也于 １９５８ 年冬季成立了领导小组，“广泛

开展群众性的采风运动，并在短时期内发掘收集了

散佚在民间的秘方、单方、验方和专门医疗技术近

１０ 万方” ［２２］２６４。 同时，根据卫生部下达的《关于整

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精神，“上海各区县采

取边收集、边试用、边整理、边提高的方法，及时将诸

多医方整理汇编后刊印各类单方、验方汇编达 ２０ 余

辑” ［２２］２６５。 同年，湖南省还结合除害灭病工作广泛

开展群众性的中医中药采风运动。 湖南省委除害灭

病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广泛收集和挖掘散在民间的和

广大中医手里的药方等。 经过湖南各级党委的宣传

动员，到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广大中医已献出秘方、验方、
民间单方、孤本、遗著 ２０ 余万件” ［２３］ 。 广东省也于

１９５８ 年动员“各地老中医总结和整理自己的学术经

验，全省共收集了 ３００ 多万条单方、验方” ［２４］ 。 福

建省亦于 １９５８ 年开展了采风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
至当年 １１ 月底福建各地共收集到各类中医药方 ７０
多万件，其中厦门市医务工作者受党的政策感召，在
一个多月内即献出各种药方 ３４ 万多件，内有许多祖

传几代、疗效很高的秘方［２５］ 。
此外，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甘肃省召开中医中药

工作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了大力开展民间药方收集

运动这一事项。 同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甘肃省召开祖国

医药学资料搜集审编委员会议，总结 ９ 个月来的成

绩。 据统计，到当年底兰州市已收集锦方 ２ 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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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收集锦方 ２．５ 万个；武威县收集锦方 ４０００ 多

个，医书抄本 ８００ 多册；兰州医学院收集锦方 ５ 万多

个，膏药方 １６００ 多个。 “审编委员会整理 １０００ 多个

锦方，先后编印《甘肃省中医验方集》三卷，精选 ４０
多个锦方交各医院临床试用。” ［１０］１６８此外“兰州市

以市中医院为核心，成立祖国医药学研究编纂办公

室，整编了《验方汇集》三本共 １２００ 多方，《中医病

案汇集》一本” ［１０］１６９。 上述各地开展的全民采风

运动收获颇丰，不仅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药方，而且还

注重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和推广，从而有利于弘扬祖

国的医学遗产，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医学

保障。
除了各地政府积极开展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

之外，各行业、各系统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药方收集

范围不断扩大。 为落实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精

神，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铁道部党组在北京召开全

国铁路中医中药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开展收集单

方、验方、秘方的群众运动，１９５９ 年全路要收集 ２０
万锦方” ［２６］ 。 又如，１９５９ 年天津市药材公司也在

公司领导的宣传动员下，广大职工“不分昼夜，投亲

访故，寻师求友”，共计采集各种药方 １０．２ 万件，“其
中许多是祖传、秘传或从不公开的”，如治疗小儿麻

疹、破伤风、百日咳、高血压等各种各样的药方。 同

时该公司对收集的药方还进行了整理和试验［２７］ 。
由上可见，全国群众性药方收集工作的顺利展

开，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得益于党的群众路线

和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是各地党委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结果。 毋庸讳言，这次全国性

药方收集工作的顺利展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

组织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三、民间药方收集的成效与影响

民间药方收集不仅是一场党和国家为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而开展的医疗活动，同时它在继承和发扬

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增强

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
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第一，民间药方收集工作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 党和政府收集民间药方的目的是“扩大实

践，解除人民的病痛，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 ［２８］ 。
从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药
方收集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时全国各地收集

的民间药方不计其数，涉及临床各科，较为集中、疗

效突出的是中医外科（包括皮肤科）、寄生虫病、毒
蛇咬伤、跌打损伤、骨折、癫痫及流感等［２９］ 。 如在

１９５６ 年春季三个月间武汉市郊区的血吸虫病防治

工作组用中医公开的多种秘方，治愈了一大批血吸

虫病人的腹水症状［３０］ 。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江苏省南通

市中医院整理鉴定了中医季德胜主动公开的专门治

疗蛇毒的特效中药方，此药方可以治疗各种毒蛇咬

伤和其他毒虫咬伤的中毒病症，疗效显著［３１］ 。 此

外，１９５７ 年冬季至 １９５８ 年春季，河北省保定专区流

感大流行，患者用民间药方管仲泡水喝和用民间针

灸方法治疗，流感流行得以迅速控制［３２］ 。 又如，在
全民炼钢铁运动中，福建省中医研究所针灸研究室

主任陈芑洲老医师献出的治疗烧伤的验方，先后治

好 １００ 多个严重烧伤的病人［３３］ 。 这些药方对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民间药方收集有助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 几千年来，
中医药学为维护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做出了重

要贡献。 继承和发扬这份医学遗产，刻苦钻研其学

理与实践经验，逐步提高其学术与医疗水平，使其更

好地服务于人民，此为中国医学界的一大重任［４］ 。
中医药的疗效乃有目共睹，表明中医学有其存在的

价值，但也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 因而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学习、研究和实践，逐
渐使其和现代科学理论逐步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

根据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总
结其临床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逐渐和现

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４］ 。 而从医学研究角度来说，很多中医民间药方

蕴藏有许多尚未被发现的理论和规律，具有很大的

科学价值。 大量地掌握这些理论和规律，就有可能

创造出中国的新医学［１］ 。 诚如徐运北在全国中医

中药工作会议报告中所言：要“加强中医药研究工

作”，因为这项工作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发
展医学科学，实现中西合流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重要

环节” ［３］１２８。 这也是对民间药方进行整理研究和

推广能够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原因所在。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健康报》发表社论指出：“各地在继

续广泛开展采风运动的同时，应该迅速地把验方、秘
方的整理、鉴定、试用和推广工作抓起来，以使采集

到的验方、秘方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３４］ 同年

６ 月 １２ 日，卫生部又发出《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

验方的通知》，指出对现在已经收集到手的秘方验

方，必须组织中医药研究机构切实进行整理研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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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对于确有实际疗效的秘方验方要以认真负责的态

度推广应用［３］１６２。 部分地区亦注意对收集到的药

方进行整理研究和推广。 如“河北省已建立起全省

性中 医 研 究 网， 整 理 研 究 和 推 广 已 收 集 的 药

方” ［３２］ 。 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后即“对几年来先

后收集的单方、秘方初步进行了整理工作，选择其中

４５０ 种单方，编成‘中医验方汇编第一辑’，其目的在

于通过各地医疗机构以及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在一

定的条件下，在临床上选择应用”，以对这些药方的

适应症与确切疗效进一步获得证实与肯定，“从而

达到推广应用和进一步研究” ［１５］ 。 显然，这对其后

甚至是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

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药方收集对于增强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群众性药方收集中，有许多中医纷

纷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主动地向党和政府献方、献
宝，决心为弘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奋斗。 如河北省老

中医王彦明深受药方收集运动的鼓舞，把祖传三世、
用珍珠和琥珀等十几种名贵中药制成的“紫霞杯”
捐献出来［１９］ 。 随着药方收集的深入开展，广大中

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很多中医被选举为人民代

表和政府委员，１９５９ 年仅河北全省被选为各级人民

代表、政府委员的中医就有 １８６８ 人［１８］ 。 因而，广
大中医怀着对党的热爱，以饱满的精神加入了国家

生产建设的行列。 贡献秘方的民众也大多是怀着一

颗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心，才把世代相传的秘方贡

献出来。 １９５８ 年贵阳医学院在拜访“土专家”时发

现贵阳市居民卢老太太有六代家传秘方可治疗慢性

肾炎。 卢老太太全家则感恩于党和政府的殷切关

怀，“慨将此祖传六代秘方献出” ［３５］ 。 福建省的张

红妹有专门处理产妇胎盘不下的良方，且曾治疗

２０００ 多病例，疗效在 ９５％以上。 １９５８ 年底，在当地

党委和卫生部门几度上门求教下，张红妹深受感动，
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主动献出良方［２９］ 。 可见，
药方收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

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望。

余　 论

承上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开展的民间药方收集是在当时党和国家“团结中

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指导下进行的。 正是由于党

和国家认识到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对保障基层民

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作用，因而非常重视对祖国传统

医学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领导开展了民

间药方收集工作。 药方收集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由

专门的卫生机构负责组织，各级卫生部门和中医药

研究机构等是其顺利开展的组织保障。 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动员能力是促使局

部的药方收集工作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药方收集

工作的重要因素，而 １９５８ 年以来的社会大背景以及

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全国中医中

药工作会议的召开则共同促成这次药方收集工作取

得了巨大成绩。
在那成千累万的来自民间的药方中，“有不少

是曾经经过广大人民反复实践和提高而发展起来

的，它们对于很多疾病，包括疑难病症，都有很高的

疗效”，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些药方“却只经过单

家独户的几代秘传或少数人秘传，可能有失实或错

漏，甚至以讹传讹”，可能“还有某些药方有不尽科

学之处”，“实际疗效很小或者没有疗效，甚至有的

还夹杂了某些有害的迷信成分”。 这样精粗混存的

情况显然不利于推广应用［２８］ 。 简言之，作为广大

人民群众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这些民间药方

有精华亦有糟粕。 因而，卫生机构有必要应用现代

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所收药方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整理工作，并做必要的鉴定和临床验证［２８］ 。
同时，相关的推广应用工作也“必须与中医的辨证

论治相结合” ［３６］ 。 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认识民间药

方收集对民众健康保障的成效。 另外，由于时代大

背景的影响，虽然各地当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药方，
但部分地方却存在追求药方数量，未能及时地对所

收集的药方进行有选择、有重点的整理的情况，例如

在关于药物的名称、品种、服用剂量、禁忌及不良反

应等方面未能完全摸清情况。 这显然不利于中医学

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健康的维护。 这也是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卫生部《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

通知》出台的背景。 该通知为各地如何整理研究已

收集的秘方、验方以及推广有确切疗效的药方提供

了遵循。 尽管如此，药方收集所唤起的群众踊跃参

加的热情，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更

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药方收集

对此后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乃至当今的健康中

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颇为深远的社会影

响。

注释

①参见张瑞贤、张卫：《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献方运动》，《中华医史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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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４ 期。 郑文洁、李佳琪、李永宸：《“献方运动”视阈下的广州中

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研究》，《中医文献杂志》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王琰、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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